
《诗经》研 究六十年 

郭万金 

内容提要 由晚清而 “五四”的经学颠覆是 诗经》研究六十年的逻辑起点，胡适则是 

不容回避的领军人物。走出经学的 ((诗经 研究曾作为历史材料在史学领域中演进，经 

由文学史的重新阐释，逐渐从历史领域回到文学的主阵地，被纳入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 

范畴。六十年的 诗经 研究因现代学科体制的 “科学”而成果累累，亦因 “科学”的 

现代学科体制而局限重重。现代学科下的多数研究者抱持着 《诗经 是文学，而且只是 

文学的科学判断，努力还原着被经学所遮掩的 “诗”之本色。千余年的经学积淀在特定 

的政治文化生态中成为被现代科学精神所阻隔的遥远传统。“诗三百”曾是 “经”，是毋 

庸置疑的历史真相，这个传统不能割舍，不能抛弃，不能忽视。不仅要还 诗经 以 诗 

的时代，更要还 诗经 以 “经”的时代。 

两周时期的三百。五篇诗歌，因为孔子的 “圣 

裁”，遂被尊为 “经”，进而有了两千余年的诠释 

历史。汉笺唐疏，宋明义理，清代考据，大抵围 

绕着 “经”的训解与阐述而展开，间或有些 “诗” 

的味道，却也不过是 “思无邪”下的文辞玩味。 

顾颉刚先生曾写过一篇 《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将 

“二千年来的 诗 学专家”的经学解读视为 “ 诗 

经 的厄运”。又称：“((诗经 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 

好久蒙着真相，并且屡屡碰到危险的 ‘厄运 ’和 

虽是一重重的经历险境，到底流传到现在，有真 

相大明于世的希望的 ‘幸运’。”在顾先生看来， 诗 

经 “经过了二三千年，本质还没有损坏”，是宝 

贵的遗产，是可喜的 “幸运”。其实，细细琢磨一下， 

顾先生所言的 “幸运”恰恰是 诗 之不幸为 “经” 

的 “厄运”所致。如果没有 “经”的圣性维系， 

这些出自卿士大夫与民妇村氓的吟咏歌谣恐怕不 

会有 “千年不坏”的金刚之体。单是一句 “郑声 

淫”的标签定位，便足以对这些里巷歌谣大肆删削， 

那容后人聚讼千载的纠缠不休。列朝历代的祭祀 

乐章亦是不少，大略翻检一下二十四史中的 “礼 

志”、“乐志”，连篇累牍地记载皆是此类，然而，“钦 

定”认可、“正史”记载，尚且在当时有着相当实 

用价值的国家乐章却远远不及 诗经》恒久，其 

命运往往是及 “本朝”而止，尽管它们也曾用来 

祭天祭祖、酬宾宴乐——这些都是 “诗三百”曾 

有过的真实功用。与这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同类诗 

作相比，成为 “经”的三百篇 自然是幸运的，而 

他的幸运正来自于 “经”的定位，而非 “诗”的 

本质。然而，在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潮之下， 

作为古史辨派领袖的顾颉刚先生无暇细究其中的 

错综关系，“给求真的欲望所逼迫，希望洗刷出 诗 

经 的真相”。径直标出 “要使古书只成为古史， 

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 

而不成为现代的皇皇法典” 的学术理念，其核 

心指向在颠覆 “诗三百”的圣经地位，具体思路 

则是 “复古”，还原 “诗三百”原始歌谣的本质属 

性。明确承认，“这固是一个大破坏，但非有此破 

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 。急切的破 

坏口号中，既有 “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智识传统，更有晚清以降，在亡国灭学 

危机中生发出的救亡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学术的基本生态是长达百年的屈辱与抗争、汹涌 

西潮中的挑战与回应，在 “救亡图强”的 “经世” 

思潮中，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的一再败北使得 “经” 

无法保持往Et的宗主地位，随同传统文化一道在 

社会转型中承受着时代的洗礼、激进的批判。 诗》 

· 61· 



文学评论 2010年第3期 

之为 “经”自是首当其冲的 “厄运”，当然招致不 

遗余力、不容声辩的批判抨击，屈辱抗争、救亡 

图强的历史课题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方才结束，而 

这颠覆经学的 “大破坏”自然也便成为了 ((诗经》 

研究六十年的逻辑起点。 

无法回避的胡适之 

言及 “五四”，胡适自然是绕不开的人物。首 

举义旗的新文化导师，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 

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丢开唐、虞、夏、商， 

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用 《诗经 作时代的说明。 

截断众流，石破天惊，荡涤着一般人充满着三皇 

五帝的脑筋，其中便包括着顾颉刚、傅斯年等未 

来的新文化猛将。如顾颉刚即明言，自己 古史辨 

的指导思想，受了胡适的启发和帮助。对于 诗经 ， 

胡适是极具感情的，留学日记中有着他因研读 诗 

经 而推辞交际应酬的记录，而他初涉古典文学 

研究的文章也是关于 诗经 的—— 诗三百篇 

言字解 。“整理国故”是胡适极为重视的一生事业， 

这一文化任务既是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的重 

要落足处与实践平台，更是 “再造文明”，实现传 

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起点。《诗经 自然是 “国故”， 

当然也得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精密的方 

法，去做一番整理的工夫，考出古文化的真相，“把 

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此外，胡 

适还特意为 《诗经 研究的系统整理勾勒出了 “结 

账”的纲目，包括： 

(一)异文的校勘：总结王应麟以来直到 

陈乔枞、李富孙等校勘异文的账。(二)古韵 

的考究：总结吴械、朱熹、陈第、顾炎武以 

来考证古音的账。(三)训诂：总结毛公郑玄 

以来直到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二千多年训 

诂的账。(四)见解 (序说)：总结 (《诗序》、((诗 

辨妄》、 诗集传》，((伪诗传》、姚际恒、崔述、 

龚橙、方玉润等二千年猜谜的账。 

胡适称：“有了这本总账，然后可以使大多数学子 

容易踏进 ‘((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 

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 

究那总账里未曾解决的悬账：这是提高”。并言： 

“ 诗经》如此，一切古书古学都是如此”。在他看 

来，如清代 墨子闲诂 、《苟子集解 、 庄子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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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一类流传最广的结账式的书。“整理国故”是 

旧学传统与新学范式的历史接榫，对于传统文化 

的科学清理与历史批判，是近代学界一项无法回 

避的时代重任。胡适身先士卒地大力提倡、积极 

实践所体现的正是这位新文化统帅深刻的历史自 

觉与学术远见。他曾身体力行，极有兴致地讨论 

过 诗经》的古音问题，也做过关于 诗经》文字、 

文法的整理归纳，还进行过 《周南新解》的注释 

尝试。然而，“二千年 《诗经 研究的烂账”年代 

漫长且聚讼交错，数量庞大且真伪驳杂，“但开风 

气”的新学盟主未能也无暇细细结清，给 诗经 

结账——这一意义非凡的浩大工程 自然也便成为 

胡适所欠的又一笔学术账单了。 

然而，与留心 “旧传统”的 “结账”相 比， 

关注 “新知识”的 “输人学理”无疑是五四思潮 

中更为弓『人人胜的一端。胡适关于 诗经 的“结账” 

工程显然不及他在 谈谈诗经))中所开辟出的 “研 

究新路”更具现实效力。胡适的 ((诗经 新学理 

大抵有两层内容： 
一 是 “定位”：“((诗经 并不是一部圣经，确 

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 

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 
一 是 “方法”：“你要懂得 诗经))的文字和 

文法，必须要用归纳比较的方法。你要懂得三百 

篇中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撇开一切毛((传 、郑 笺》、 

朱 注 等等，自己去细细涵泳原文。但你必须 

多备一些参考比较的材料，你必须多研究民俗学、 

社会学、文学、史学。” 

((诗经》被明确定位为可以做史料利用的古代 

歌谣总集，正是 “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 

无名诗人”的具体实践，明白无疑的文学定位彻 

底颠覆了 “三百篇”的经学地位，还以 “诗”的 

本色，而此正即新、旧 (《诗经》研究的分水岭， 

更成为了新中国 诗经》研究六十年的基本立场。 

顾颉刚关于 (《诗经》“厄运”与 “幸运”的实际关 

注就在于对 “经学”权威的重新审视，而任继愈 

先生在 ((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三十年》中也称：“胡 

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 

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 

的禁例”。胡适的 “经学”突破成为 《诗经))研 

究新范式 (paradigm)的奠基思想，相应的新观 

念、新问题、新路径、新方法、新尝试都由此生 



 

诗经 研究六十年 

发。从五四时期关于 (《诗经》具体篇章的训释争论， 

再到唯物史观下的文学观照，乃至极左思潮下对 

诗经 阶级性、人民性的特别鼓吹，再到解禁之 

后 ((诗经 多视角、全方位的多元研究取向，无 

不发端于视 诗经 为文学的基本认识。 

对于 ((诗经》研究的具体路径，胡适归纳为 

训诂、解题两条，更指出了综合民俗学、社会学、 

文学、史学的跨学科贯通思路。留美博士对于传 

统经典独特理解和诠释方法凭借青年导师的名头， 

在尊崇科学的时代精神、反传统的社会思潮、向 

西方学习的一般观念等所构结的学术生态中进发 

出耀眼的光芒与不朽的力量。尽管胡适关于 诗 

经 的部分篇章的解释在当时已经遭到周作人等 

的质疑批评，但其新方法在 (《关雎 等篇中的成 

功运用已然呈现出了巨大的学术潜力。随着经学 

观念的逐渐廓清，新方法的学术张力 日渐凸显， 诗 

经 研究的新面貌终归要靠具体诗篇的重新解读 

来实现，在 诗经 是文学的普遍观念下，新方 

法的运用 自是最为显著的标签。此后的闻一多无 

疑是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考释研究且最具创获的典 

范，然而，他的 《诗经 研究却是曾亲得胡适指 

引的。郑振铎也曾将人类学、人种志、民俗学等 

看作可于传统经学外 “开辟门户”，异于考辨的 “另 
一 条更近于真理的路” (按：依照当时的学科观 

念以及胡适的知识背景，其所云的社会学的范围 

是非常广泛的，甚至包括人类学等)。从某种程度 

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的 诗经》研究大致可以 

称之为 “史”的研究，无论是史料的运用，还是 

文学史的写作，都可列入 “史”的一脉；后三十 

年的研究或可理解为以文学为核心的多元研究， 

“新解”、“新论”、“新说”则是这一时期 (《诗经 

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在 

成绩斐然的 ((诗经 研究新貌中，胡适当年大刀 

阔斧开出的诠释路径清晰可见，不容回避。 

二 从古史的材料到文学史的纲目 

当挟着枪炮威慑的西方文化在危机四伏的中 

国社会全面扩张时，接连败北的传统文化不断受 

到西学的冲击和时人的批判，作为中学主流的 “经” 

的地位 日趋陵替，每况愈下。救亡图强的思潮通 

常和急功近利相伴出现，在撞击中失败的传统文 

化无疑宣告了经学在救亡中的无用，与作为道德 

规范、行为准则的经学不同，史学通常以一种原 

察始终的民族智慧存在于民族心理之中，在危机 

压力下，放弃显然过时的经学而求助于史学几乎 

是必然的选择。过去的辉煌者与统治者在破坏期 

总会遭到启蒙者着意的攻击，救亡者通常把落后 

的原因归于曾经的主宰，经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受 

批判的对象，这样，史学在救亡的潮流中凭借 自 

身的特性取代了经学。经书由不变的典则变为研 

究历史上某一时代的资料文献，载道之论息声不 

闻，经、史被一视同仁地看作是治学的材料。章 

太炎在 ((经学略说 中即称，“经之训常，乃后起 

之义。 韩非 ·内外储 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 

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 

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 

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从语义层面对 “经” 

做出新的解释。更将 “六经皆史”誉为是拨云雾 

见青天的话，称：“ 诗经 是记王朝列国的政捐， 

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自然是史”。尽管 “退经于 

史”，清学殿军章太炎毕竟还多是以 “治史的法子 

治经”，所倡国学之中依然有着 “经部”的标目。 

而胡适的 “整理国故”则已是 “扩充国学的领域， 

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 

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历史眼光成为 

新的学术范式，统摄一切。在经学体系瓦解，新 

学科草创的转型时期，积淀最深、最具批判力的 

史学 自然成为研究传统文化的第一学科门类，也 

成为整个 20世纪中对 (《诗经 研究最具影响力的 

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出经学的 诗经》研究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在史学领域中演进的，其所 

扮演的角色便是“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 。“经 

历了二千余年，到今 日，历史观念发达了，圣道 

的压迫衰微了，我们方始可以抬起头来，把 诗 

经 ‘平视”’ 。这个平视自然是历史的平视，是 

历史视野中的史料平等。五四学者于 《诗经 关 

注切人 研究思路多在史料的整理、辨析与运用， 

作为民间古歌谣 诗经 的史料关注要远远大于 

《诗经》的文学观照。尽管他们承认 “((诗经 是 

世界最古的有价值的文学的一部” ，“它的文学 

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 ，但真正肯下力气欣 

赏这部古老歌谣集的文辞，做一些文学审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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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却为数不多。胡适的 白话文学史》虽称：“ 诗 

经 里的许多民歌也都是当时白话的文学”。却因 

“ 诗经》到了汉朝已成了古文学了”，故而 “只好 

把他撇开”。而 “‘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学是 
一 种僵死了的残骸，不值得我们迷恋” 。特殊文 

化生态下的潮流指向实已汰去了 ((诗经 大半的 

文学价值，((三百篇》所以引入注意，多因其是一 

种可贵的、应用颇广的古史材料，一种科学眼光、 

历史观念中的文化遗产——它的文学生命则是早 

已僵化、死亡的。直至 1951年，顾颉刚仍然声称： 

“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 

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 自变 

为史学。惟如何必使经学消灭，如何必使经学之 

材料转变为史学之材料，则其中必有一段工作， 

在此工作中我辈之责任实重” 。可见，由经学而 

史学的这一转变历程由晚清一直延续至五十年代 

尚未完成，仍然是责任重大的工作，与之相伴的 

则是 《诗经》由经学材料向史学材料的历史过渡。 

((诗经》不再是 “经”，但 “诗”的特色又未能充 

分发挥，古史的材料成为 ((诗经 在 “五四”之 

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基本定位，而影响最为深远 

的理论观照则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 

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开创之作则是郭沫若的 ((中 

国古代社会研究 。极具诗人气质的天才学者运用 

当时的前沿理论考察观照从殷周末期到东周初年 

的社会变迁，从生产方式到阶级关系，从家庭生 

活到战争纠纷，在广阔的全息视角中， 诗经 以 

原始文献的论据身份被贯穿、被阐释，尽管 中 

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的 诗经 仍然是古史的材 

料，然系统地组织罗列以及唯物史观的始终贯穿 

都已表现出了对旧式经学传统的深刻改造，因而 

有着不可回避的范式意义。其后，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持在 

社会各领域产生广泛影响。1949年之后，唯物史 

观逐渐以基本意识形态与绝对真理的姿态凌驾于 

学术之上，成为笼罩一切的普遍思想。权威政治 

理论的现成套用成为 诗经))研究在前三十年中 

普遍模式，作为古史材料的 (《诗经 成为阶级斗争、 

生产与剥削的历史证据，反映古代生产水平、社 

会生活的重要材料，在唯物史观的观照下呈现出 

了巨大的历史价值，在前三十年的许多中国通史 

著作中，作为史料的 诗经 更是屡屡出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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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诗经 自身的文学价值却还需要文学自身的 

历史来论证。 

“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大致可以从历朝的 (《艺 

文志 、(《文苑传 以及 四库全书总目》中寻得 

最初的痕迹，但作为 “经”的 “诗三百”多是独 

立其外的；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讲义 (《中 

国文学史 算是较早的滥觞之作，其中所涉及 ((诗 

经》内容不过是 “群经文体”标 目之下的 “诗序 

之体”、“三百篇兼备后世古体近体”、“淫诗辨正” 

三则。“五四”洗礼后的 诗三百 已不再具有 

“经”的特性，在谢无量 中国大文学史》中 “周 

之建国及春秋前之文学”、“孔子与五经”等章节 

中已可以看到 诗经 作为文学史料的历史存在。 

再近些的二三十年代，文学史 日渐成为独立的学 

科，而科学则是最为显著的标签，文学史要求 “采 

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 

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以科学的方法来研 

究前人为开发的园地” 。文学史 “以文学为记载 

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 

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是属于 

“科学之范畴也” 。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明确具体 

使得 诗经 以更为纯粹的文学属性进入文学史 

视野，成为科学观念限定下一份需要 “批判地继承” 

的 “文学遗产”。儒家的经典蜕变为古老的诗歌总 

集，当之无愧的 “文学渊薮”为其赢得了文学史 

中相当的比重，关于 诗经 的基本情况、主要 

内容、艺术特点、地位和影响等成为六十年来各 

种文学史的必备纲目。从最初满纸的 “阶级”、“剥 

削”到多元视野下的文学归复，与之相关的文学 

史术语亦不断裁汰更新，其所承载的文学史观各 

有轩轾，但基本的纲目却大体相仿。经师儒生聚 

讼千年的诸种公案大多在 诗经》概况的介绍中 

几笔掠过，最为浓墨重彩的总是 诗 三百的内 

容与艺术两大板块。前者是 ((诗经》对当时社会 

的文学反映，后者则是作为 “诗”的 诗经 所 

具有的文学属性，隐于其后的正是贯穿整个二十 

世纪的文学观念。文学史不仅意味着绵亘千年的 

文学遗产，更意味着文学史编纂者们对这些文学 

遗产的重组和认识。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当然 

要有其鲜明的文学表征， 诗 三百之 “文学”本 

质的着力凸现便成为六十年来文学史的基本特征。 

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广泛影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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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校的中文院系中， 中国文学史 都是重中之 

重的必修科目。外行请教入门书目，必答日：中 

国文学史，而硕士、博士的入学考试科目也大多 

赫然标着 “中国文学史”的字样。六十年来，(《诗经》 

接受的最为主要渠道便是作为通行教材的各类文 

学史，一般受众对于 诗经》的基本认识大多来 

自于此。从作为教材的实用思路而言，依赖当时 

的文学观念与逻辑思路所关联的几大知识板块自 

然无可厚非，明晰的纲 目结构无疑为知识接受者 

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掌握途径，尤应注意的是，由 

于文学史的重新阐释，使得 诗 三百由 “古史 

的材料”变为了 “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 研 

究也理所当然地从历史领域回到了文学的主阵地。 

三 现代学科机制下的成就与局限 

当 诗经》毫无疑问地纳入现代文学学科的 

研究范畴之后，这份古老的文学遗产所必须面对 

的便是新学科机制下的研究范式。传统的经学体 

系因 “经”的颠覆而瓦解，新的研究范式则随 “文 

学的独立”而 日渐呈现出巨大的学科优势与机制 

张力。作为现代科学的古代文学研究，并非晚清 

以降的经学退潮，却是五四运动的科学后浪，其 

所衔接的核心精神并非修齐治平的古典传统，而 

是分科研究的知识理性。六十年来的 ((诗经 研 

究无疑有着迥异于旧式经学的新鲜面貌，而最为 

鲜明的外在标识正是现代学科机制下的分科专业 

化。“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要完全纳入近代西方分 

科式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中，必须采用近代分 

科原则及知识分类系统，按照近代科学方法对中 

国学术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对 中国 ‘四部 ’名 目 

下的古代典籍进行重新类分，对中国旧学作出新 

的阐释。” 传统学术仿效近代西学分科的类分规 

划与阐释实践早在晚清便 已开始。1892年，郑 

观应便对西学的 “穷究各学，分门别类，无一不 

赅”大加赞赏。之后的康有为亦宣称，“夫学至 

于专门止矣，其所谓大学者，不过合各专门之高 

等学多数为之，大聚天下之书图仪器，以博其见 

闻；广延各国之鸿博硕学专门名家，以得其指导 ； 

而群一国之学者，优游渐渍，讲求激励，而自得 

之。” 而梁启超亦在 变法通议 中称：“专门之 

业不分，治精无自也”。随着分科观念的深入人心， 

按照近代西学分科观念设定办学原则、改革学校 

课程的各种尝试亦在探索中展开，无论传统书院， 

还是西式学堂，分斋立学，分科讲授，蔚然成风。 

1901年，张之洞在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 旨筹议 

折 中，参酌中西学制，分为七专门：经学、史 

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1902 

年，张百熙仿 日本例所拟定的大学分科则以政治、 

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分立。 

其后，张之洞会同容庆、张百熙等 “博考外国各 

项学堂课程名 目，参酌变通”制定 奏定大学堂 

章程 ，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工、 

商八科。张之洞特设的经学科招致梁启超、王国 

维等的反对，梁启超仿照日本学制，提出七科分学， 

不设经学科。王国维则将经学科合并人文学科中， 

成为其中的经学门，与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 

学地位平等。而其设定的经学科目虽有经学之名， 

实具西学哲学科之实 。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 

颁布 (《大学令 ，取消经学科，分为文、理、法、商、 

医、农、工七科。大学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 

地理学四门。四部之中的至尊经学被现代学科机 

制彻底消解，被纳入近代西学体系中的传统学术 

成为西学分类下的一般知识，导 自于晚清的学术 

分科成为 诗经 研究现代化的体制滥觞，更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推动中走向新的人文视野 

与学术范式。五四学人及其后续者们以民主的眼 

光、科学的精神将权威正统的 “经”从三百篇中 

完全剔出，在他们的讨论与关注中，往往有 “诗” 

无“经”；在他们筚路蓝缕的草创研究中，生气勃勃， 

新意十足。而在胡适开辟的风气之下，更有着郑 

振铎、俞平伯、闻一多、陈子展、陆侃如等新辈 诗 

经 名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人物并不以 诗经》 

研究为专职，涉猎范围也不在先秦之限，或治唐诗， 

或辩红学，旧学痕迹中每每有个性流露，“古代文 

学研究专家”的面目还不清晰。 

五六十年代，新一批的研究者们以革命的热 

情、崭新的面貌更为积极地改造着、实践着对于 

古代文学这一丰厚遗产的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照搬套用的研究模式在特定的政治大 

局中被极端放大。((诗经》 中 伐檀 、《硕鼠》、 

((七月》成为最具批判精神、最能反映剥削历史的 

优秀诗篇，被高度赞美，广泛宣传，甚至被选人 

各种教材，而三百篇的多数之作，尤其是雅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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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被贴上贵族的标签打人冷宫，先前的生气 

勃勃逐渐变为了众口一词的价值评判。与之同时， 

新中国教育事业也在苏联经验的影响下逐渐发展， 

各类学校的招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研究生的 

招收以及对于知识分子的各种政策，为现代学科 

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以及人力资源的支 

持。此外，还有各级图书馆的建立、发展，以及 

更为重要的学术发表系统的逐渐形成。当然，最 

为核心的发展依然是基本观念、思维模式的根本 

转化：(《诗经 是文学，不是经学。如果说，“五四 

后”三十年的学者们尚且有些旧经学的痕迹的话， 

“解放后”三十年的学者则开始用现代学科的观 

念思维、研究模式、写作套路来关注 ((诗 三百 

了。而这批学者对于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拓展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贯穿起 ‘五四’后一代 ‘学 

问很大，成绩不很大’的师友”和身后 ‘学问不 

很大，但成绩很大’的门墙生徒”，是 “极其重 

要的传承环节” 。 

现代学科的研究优势在 “文革”之后的近 

三十年中得 以充分凸显，据笔者初步统计，在 

二十世纪的百年 诗))学 中，共有相关论著约 

5700余种，其中包括论文5300余篇，专著 380余部， 

而在 1978年至 2000年间，共发表论文约 4300余 

篇，且有约 180部专著问世，短短 23年，还不及 

百年 ((诗》学的四分之一，而研究成果已达总数 

的 79％。而2001--2009年间的关于的 诗经 各 

类论文亦在 3000篇左右，单凭这沉甸甸的数字， 

繁荣二字已是当之无愧，成绩确实惊人。日益加 

大的科研经费投入、 日见规模的各类学术机构， 

频繁便捷的学术交流，设施完善的现代图书馆， 

本科、硕士、博士的不断扩招保证着后续研究队 

伍的人马充足，不断壮大、完善的学术刊物、出 

版体系提供了学术发表、收藏、交流的最佳平台， 

以及各类考核、评估机制所提供的学术监督与激 

励。现代学科以分门别类、操作性极强的理论模型、 

研究框架以及保障体制等在最近的三十年中造就 

了惊人的成绩与迥异于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诗 

经))由抡才取士的科考之目沦为中国古代文学之 

先秦部分中的一个子项；经师通儒的传统角色转 

换为现代学科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甚至是 

诗经 研究专家。在惊人的数量中，前人设计的 

不少文学功课大多已被完成。六十年来的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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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秉承现代科学精神，日趋严密的逻辑论证， 

视角多元的研究取向使之全面展开，研究领域不 

断拓宽，在横向研究上取得了成功，而学科建设 

的理性和眼光则从梯队培养、机构设置、资料准备、 

学术史的整理等方面加深了 ((诗经 研究的纵向 

深度。二者相互促进，推动了 诗经》研究的全 

面发展，成绩斐然。 

就表面而言，构建于民主与 自由之上的现代 

意识使得那 “一种统一的价值评价和意义知识的 

治权已经不复存在” 。在现代学科体制之中，有 

着统治意义的经学范式虽已不复存在，但科学主 

义思潮却是控制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新霸权 。科 

学与否成为古代文学研究评价体系的统一标准与 

基本意义。六十年的 《涛经 研究因现代学科体 

制的 “科学”而成果累累，亦因 “科学”的现代 

学科体制而局限重重。源 自西方的 “赛先生”早 

在五四时，便以摧枯拉朽的新生力量将旧式经学 

打翻在地，全新的研究范式始终有着西方的思维 

痕迹，不破不立，破的一头，涤荡经学桎梏，斩 

将夺旗，创获甚丰，然而，立的一头，科学理论 

武装，虽也傀儡装束，肤廓皮相，但总有新瓶旧 

酒的不谐之处，刻意标榜新方法、新理论的研究 

之中多少有些搬套的意味。建国后三十年的政治 

贴靠，使得 诗经》多有些阶级斗争的声调；改 

革开放三十年的视野开放，却使得 ((诗经》蒙上 

了一些本不应有的异彩光晕。此外，现代学术考 

评体制还带来一些 “重量轻质”的弊端，六十年 诗 

经 研究的庞大数量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注水之作， 

为射立靶，为文而文；观点先行，六经注我；锐 

意求新，不思其是，诸般种种，同样是我们不当 

回避且应深以为戒的。现代学科的科学理性以严 

密的逻辑推理取代了传统的感悟点评，式样整饬 

的学术论文条理地归纳、演绎着 “诗三百”的艺 

术特色、美学内蕴、社会背景、时代特征、思想 

内容等，这份古老的文学遗产被 “科学”客观地 

解剖着，成就固然喜人，但三百篇诗中那活泼泼 

的文学生命却也被遗忘不少。细密严格的科学分 

析虽清晰地表述了关于 《诗经))的文学知识，却 

未能充分展现蕴于其后的生命姿彩——甚至于多 

数的审美分析则在 “科学方法”的观照下表现出 

与今人、洋人极为相似的状貌。现代学科的切割 

划分虽大大增强了学术的专门化，但因细化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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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支离破碎亦十分明显，文史哲分家，每科之 

下又有细细切分专业，各学科间互不往来，彼此 

隔阂。 诗经 研究被毫无疑问地标列于文学研究 

的科目之下，且经历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一 

中国古代文学一先秦文学的层层限制。非但非文 

学研究者鲜有问津，即便那些并非专门研治 (《诗经》 

的文学研究者亦甚少关注，同样， 诗经 研究的 

专门化也使得不少研究人员专事葩经，不问其他。 

学术关注的专业化是现代学科机制下的必然走向， 

然而，由此形成的学科壁垒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影响学术研究走向纵深的瓶颈。我们并不否认 ， 

也丝毫不敢低估现代学科体制所造就的学术成绩， 

我们同样不应忽视，现代学科体制的 “硬性”规 

范与学术 自身的 “软性”精神之 间的固有矛盾， 

尤当注意的是，这一矛盾通常因传统学术所具有 

的特殊的人文关怀与载道品格而显得格外明显。 

四 传统的断裂与续接 

六十年的 (《诗经》研究在起始之时便面临着 
一

大段的学统空白，千年的经学积累被一笔抹杀， 

所余的只是科学观念下的史料整理，唯物史观下 

的阶级评判，服务于政治的文学指向。1941年， 

范文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讲 《中国经学史的演 

变 ，明言 “必需改变经学为史学，必须反对顽固 

性的道统观念” 。中央主席毛泽东亲临听讲，写 

信予以肯定，称 “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 
一 次”。建国后，范文澜于 1963年再为 《红旗 

等单位的理论工作者讲演经学史，劈头便称，“经 

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经学虽然为封建统 

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但在大 

致的源流清算中，没有对此进一步解释，却指出， 

古文经学 “很难引申出革命的思想”。顾颉刚也曾 

于 1964年为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授 “经学 

通论”，针对文献专业的 “通论”所秉持的依旧是 
一

贯的史料眼光。当然，真正 “用马克思主义清 

算 诗经》”的使命还是由那些用唯物史观、阶级 

学说彻底武装的 “新生代”来完成的，他们热情 

十足地信仰着这一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激情四溢地在各个领域实践着真理的各项教条， 

直到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 诗经 在特殊的政治 

生态下被前所未有地读出了阶级斗争、儒法斗争、 

反动文艺等，历代疏注更被视为毒草，弃置无闻。 

经学传统的断裂并非朝夕之事，从晚清的退 

出科考，再到 “五四”的激烈批判，经学瓦解， 

儒统失范。钱玄同在 论诗经真相书 中称：“ 诗 

经》只是一部最古的 ‘总集’，与 ((文选 、(《花间集》、 

《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 ‘圣经’是风 

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 

相干，不过他老人家曾经读过他罢了”。顾颉刚亦 

言，“(《诗经 是一部文学书，这句话对现在人说， 

自然是没有人不承认的。”五四时期是 “人们确求 

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采 

取了严肃的态度” 。这个严肃的态度，便是科学 

精神。在这个严肃的科学态度下， 诗经》是诗歌， 

是不折不扣的文学，成为 “五四”以来现代研治 

者们所持有的共同立场与基本态度。六十年来， 

各种文学史教材亦毫无例外地将 ((诗》三百定位 

为最早的诗歌集合，现代学科下的多数研究者亦 

继续着 诗经 是文学，而且只是文学的科学判断， 

以一种客观的科学精神审视、解剖这些作为文学 

遗产的古老诗歌。 诗经 是文学的判断无疑是有 

着极大的科学内涵，客观而准确地还原了被经学 

所遮掩的 “诗”之本色。二十世纪 (《诗经》研究 

的最大贡献，即是清除了历代经学家堆积在 ((诗经》 

之上的层层 “瓦砾”、“葛藤”，恢复了 (《诗经 文 

学的本来面貌。六十年来的累累硕果多是文学之 

树的现代结晶，灌溉于科学精神下的 “文学”硕 

果自然迥异于根植于经学土壤中的 “汉宋”著述， 

面目全非，肌理各异，相去天壤。泾渭分明的界 

限区划证实着 (《诗经》传统的现代断裂，五四运 

动 “把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树立为一个不言 

自明的正面价值，使之成为整个二十世纪文化运 

动的主题和基调，从而也使得反传统主义成了后 

来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遗产” 。((诗经 之 “经” 

自是首当其冲的批评对象，列朝经学著述更是大 

肆涤除的对象。“我们 自有古文字学、古文法学、 

古器物学、古历史学等等直接去整理 诗经》，《毛 

传 固要不得，就是 三家诗 也是 ‘一丘之貉’， 

又何尝要得!” 诸如这般浸染着科学热情的极端 

呼声在五四时期却是最具时代气息的学术主潮。 

尽管胡适一再强调考据学中的科学精神，而顾颉 

刚也曾在 1958年声称：“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 

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 

· 67· 



文学评论 201 0年第3期 

而已。要批判我，是否须先批判宋 清两代之疑 

古思想?” 可惜，这一五四学者所认可的非主 

流思潮同样在特定政治氛围下在招致批判。更重 

要的是，这自宋至清八百年中积微成著的疑古思 

想是在加以西洋科学的推动下才成为必然趋势的， 

其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破坏远大于承 

接，千佘年的经学积淀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中 

成为被现代科学精神所阻隔的遥远传统。 

《诗经 的经学诠释在这六十年间几近失声， 

而各种层次、各种角度的文学阐释之音则甚嚣尘 

上。各种 诗经 新注本或选注本或可算作现代 

文学阐释最为集中的体现，亦是书店柜台中数量 

最夥的 ((诗经 著作。然而，除去少量注本间有 

独到之处外，绝大多数的注本于延续千年的经学 

传统一眼掠过，所参考的书籍大抵不过毛、郑、孔、 

朱及清儒数家，引书达数十种以上者则寥寥无几。 

更有甚者，在具体诗篇的注释中或随意解释，游 

谈无根，奇见丛出；或沿袭前人，不加考辨，人 

误亦误。令人堪忧的注释倾向中包含着许多学术 

内外的影响因素：经学根柢的薄弱乃至缺乏自是 

不应回避的基本现实，商业社会中的文化行为之 

后则是导致浮躁学风的营利驱动。我们当然不能 

否认旧式传注训诂中的弊病不足，也同样认可现 

代 《诗经》文学阐释在还原 “诗”之本色时的精 

辟论断。我们所关注的是科学主义思潮下的现代 

学科对于传统学术的历史承接，我们所思考的是 

隐于学术流弊之后的人文失范和学统断裂。经禀 

圣裁，垂型万世，以 “天下之公理”面目出现的 

儒家圣典是传统价值的核心载体，“无所容其赞述” 

的至尊地位成为其阐释历程的基本立场，三百篇 

自不例外。晚清以降，经学失尊，再及 “五四”， 

纯为文学。胡适在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明 

言：“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I'JL女的歌谣和 

“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地位既同，无复尊 

崇。现代的 《诗经))诠释者 自然少了先儒们的那 

份尊重与虔诚，甚至缺乏当年村塾讲师的谨慎态 

度，并非考试科 目的民间儿女歌谣何须如此地审 

慎诠释，止步于诗意赏析的美感愉悦亦不肯从历 

代故训中认真考辨。现代学科中并没有经学的立 

足之地，标列文学科目下的 诗经 研究有着迥 

异于传统经学的阐释角度、评价尺度、珍视程度。 

“五四”迄今，现代学科的科学精神一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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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层累在 诗经 之上的经学瓦砾清扫干净。但 

我们如果避开新文化运动时的思维模式，以一种 

同情之了解的态度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 

这些经学的理解与争讼并不全是瓦砾，甚至可以 

这样说，这种整体的经学框架是 ((诗经 接受所 

必须的历程，它的在历史上的存在价值远不能用 

“瓦砾”来表示。当简单地 “除旧布新”以一种运 

动地、甚至是狂飙式的模式横扫一切带有 “旧” 

气息的文化载体时，其中的遗漏错误、冤假错案 

并不算少。当带有西方的人类学、民俗学进入 诗 

经 时，耳目一新的解释当然有着振荡人心的力 

量，“回到 诗经))的时代”，或者是对的。新方 

法的应用推翻了古老诗歌上的不合理解释，作为 

情歌的 ((关雎 显然比 “后妃之德”的道德教化 

更为贴近人情，也更合理。但是，我们所不应忘 

记的是，从 诗经 的时代到新文化运动，中间 

还有着姿彩各异的漫长历史，汉学、宋学、今文、 

古文，错综其间。它们的出现姿态，人们的接受 

方式，并不是官方意识的一味强加，而是一种历 

史的淘汰与知性的选择。“权威的统治仅仅因为它 

是被人自觉地承认并接受的。真正的权威所具有 

的遵从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奴性的服从” 。经学， 

作为中国文化的稳定载体，并非那位圣人，或是 

那位皇帝拍着脑 门决定的，它有它的文化生态。 

它的存在，它的发展，它的辉煌，它的衰落，都 

是在传统文化的历史生态中进行的，真正决定其 

价值意义的乃是这一文化生态的历史选择。故而， 

就断裂的层面而言，现代 《诗 学的许多研究者 

都是应该重新思考，重新估定的，包括像闻一多 

这样的大师级人物。需要严格而认真且不带任何 

有色眼镜的进行比较，比较三千年的传统，比较 

“五四”以来的新传统，比较六十年来的得失成败， 

不诬古人，不误今人。“诗三百”曾是 “经”，这 

是汉唐明清毋庸置疑的历史真相，这个传统不能 

割舍，不能抛弃，不能忽视。“还汉以汉，还唐以唐”。 

不仅要还 诗经 以 诗 的时代，更要还 ((诗经 

以 “经”的时代。这是一个必须的补课工程，亦 

是续接传统的必须，更是现代学科人文化的必须。 

此时，我们或者应该重新翻检胡适当年的作 

为人门的 “结账”工程，这位传统学术现代化无 

法回避的领军人物，他所提出的 (《诗经))结账无 

疑是 诗经》研究六十年不可避绕的历史课题。 



 

诗经))研究六十年 

当年的邓广铭先生曾指着胡明师的那篇 ((胡适整 

理文学遗产的成绩和偏失 发感慨：“胡适的整理 

有什么偏失?”很明显，邓先生的问号多了些个 

人的情感渗透，而少了些理性的学理评析。然而， 

掩卷深思，六十年的 诗经》研究，我们对胡适 

的这些 “学术结账”又完成了多少，完成得怎样， 

其中有多少是成绩，又有多少是偏失呢? 

对于这篇 诗经研究六十年 ，笔者无意将它 

写成建国以来的 ((诗经 研究综述 ，也无意按 

照 “学案体”的传统惯例，论列诸家，评骘众作。 

只是想按照 “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思路清理出这 

六十年来 诗经》研究的学理脉络，考察它的来 

龙去脉，反思它的成绩与偏失，不是针对某部专 

著，某篇论文的理论高度或是独到见解，而是反 

思 诗经 研究这个曾经有过千年学统的沉重学 

科，反思它的辉煌，探究它的转型，观察新旧接 

榫之处的历史痕迹，思索这六十年来的经验与弯 

路，思索六十年后的学科建设与学术走向。断制 

失当，轻重失序，在所难免，错讹正多，抛砖引玉， 

伏请饱学巨眼，指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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